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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江苏沿海地区生态风险格局

许凤娇１，２，吕　 晓１，２，∗

１ 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日照　 ２７６８２６

２ 国土资源部海岸带开发与保护重点实验室，南京　 ２１００２４

摘要：为探讨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造成的风险，以江苏沿海地区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５ 年的遥感解译

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基于景观格局指数和生态环境脆弱度构建了区域生态风险指数，在 ＡｒｃＧＩＳ 和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软件支持下，借助

地统计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定量评价江苏沿海地区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区域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异特征。 结果表明：１９９０—
２０１５ 年，江苏沿海地区整体生态安全状况有所好转，研究区生态风险平均值从 ０．１５６３ 减少至 ０．１５２９，该区主要处于中等级生态

风险。 生态风险等级降低区在较高风险区、中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均有分布，而等级升高区域主要集中在较低风险区与中风险

区，即东部草地和水域地区以及西南部耕地地区，其原因主要是临海产业和临海城镇的快速发展造成土地利用变化加剧，导致

生态系统平衡遭到破坏，生态风险加强。 区域生态风险整体空间分异性增加，局部呈现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其中高值聚

集区主要由研究区西部外围边界处向南聚集，低值聚集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 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是

整个研究区生态风险的主要来源。 研究结果为该区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及制定生态

风险管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持。
关键词：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生态风险评价；江苏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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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风险是指一个种群、生态系统或整个景观的正常功能受外界胁迫，从而在目前和将来减少该系统内

部某些要素或其本身的健康、生产力、遗传结构、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可能性［１］。 区域生态风险评价能够

描述和评估区域尺度上的环境污染、人为活动或自然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结构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２］。
土地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其开发和利用是人类与自然交叉最密切的环节。 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能

影响生物多样性，改变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脆弱程度，进而影响土地资源的承载功能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

能［３⁃５］。 由此可知，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已成为一种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人为干扰源，而生态风险评价则

立足于一个新的视角来定量地评估土地利用变化所引起的生态效应［６］。 目前，学者们围绕土地利用变化与

环境因子的关系［７］、单一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效应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８⁃９］、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特征与生

态风险强度之间的关系［１０］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从两方面进行生态风险评价研究：水
环境化学生态风险评价［１１⁃１２］、区域和景观生态风险评价［１３］。 已有学者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评价目的选择相关

指标、方法和模型，进行了大量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如，许妍等［１４］通过构建区域生

态风险综合指数，对太湖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格局进行了分析，同时揭示了不同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对生

态风险的影响；张月等［１５］以新疆艾比湖流域为研究区，以景观格局指数为评价指标，对研究区生态风险的演

化特征进行了评估；徐兰等［１６］以洋河流域为研究区域，从土地利用覆被 ／变化的视角来研究其对景观生态风

险的影响。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不仅能够揭示区域整体生态质量的时序变化特征，也可以在空间上分析生态风

险的格局特征［１７］。 目前，学者们研究区域生态风险状况时大多针对城市［７，１８⁃１９］、湖泊或河流流域［１６，２０⁃２１］、三角

洲湿地［２，２２］、生态脆弱区［２３］等典型地区，而针对海岸带、沙漠绿洲等生态敏感区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有待继

续深入。
江苏沿海地区作为自然保护区和生态湿地的密集分布区，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领地［２４］。 自 １９９５ 年以

来，江苏省实施了“海上苏东”、“沿海开发”等一系列发展战略来发展沿海经济。 ２００９ 年江苏沿海开发规划

上升为国家战略，沿海开发的逐步深入导致沿海地区土地利用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生态用地总量减少，建设用

地和农用地增加较快［２５］，沿海新一轮发展战略的实施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１７］，因此该区域

的土地利用变化无疑会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结合景观生态学与空间统计学分析方法，基于江苏沿海地区的土地利用数据，构建生

态风险指数，评价其生态风险强度，揭示研究区最佳粒度下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异特征及主要风险来源，以期为

该区域土地的合理利用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１　 研究区概况

江苏沿海地区位于 ３１°３８′—３５°０８′Ｎ 和 １１８°２４′—１２１°０１′Ｅ，该区南起长江北堤，北到苏鲁边界，西与徐

州、淮阴、扬州、泰州接壤，东临黄海，东西距离约 ６０—１５０ ｋｍ，南北距离约 ４６６ ｋｍ，海岸线长度达 ９５４ ｋｍ，土地

总面积 ３２４７３ ｋｍ２，包括连云港市区、盐城市区、南通市区，及其管辖的赣榆、东海、灌云、灌南、响水、滨海、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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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江苏省沿海地区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宁、射阳、建湖、大丰、东台、海安、如东、通州、如皋、海门、
启东等 １７ 个县（市），共 ２０ 个行政单元（以 ２０１４ 年行政区

划为准）（图 １）。 该区属于北亚热带与暖温带过渡地区，
水网密集，地势低平，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滩涂资源。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间，江苏沿海地区地区生产总值由 ２５０．
４８×１０８元增长至 １８６４６．６１×１０８元，常住总人口由 １８８８．１８×
１０４人增长至 ３１９２．１３×１０４人。 “沿海开发战略”的深入实

施导致该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剧烈，人地矛盾激化，出现大

规模利用滩涂围垦造田实现 “占补平衡”、建设用海等

现象。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需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ｅｏｄａｔａ．ｃｎ），选取 １９８０ 年代末（为了方便表述，统一界定为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共 ４ 个时相的江苏沿

海地区 １∶１０ 万土地利用数据；社会经济数据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江苏省统计年鉴》。
结合江苏沿海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并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ＧＢ ／ Ｔ ２１０１０—２００７），将研究区土

地利用现状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６ 种。 为方便运算，对 ４ 期土地利用数据进行重

编码，将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分别设为 １、２、３、４、５、６，得到江苏沿海地区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类型图（图 ２）。

图 ２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江苏沿海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图

Ｆｉｇ．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５）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最佳分析尺度的选取

由于研究景观层次上的区域生态风险具有尺度适宜性，当景观分析的空间尺度发生变化时其生态系统特

征也会随之变化［２６］。 尺度通常用粒度和幅度来表达，空间粒度主要包括斑块大小、栅格数据中的网格大小及

遥感影像的像元或分辨率大小等［２７］。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选取 １０ 个具有典型生态意义的景观水平指数，
分别为平均斑块面积（ＡＲＥＡ＿ＭＮ）、最大斑块指数（ＬＰＩ）、斑块数量（ＮＰ）、斑块密度（ＰＤ）、景观形状指数

（ＬＳＩ）、平均形状指数 （ ＳＨＡＰＥ＿ＭＮ）、平均分维数 （ ＦＲＡＣ ＿ＭＮ）、平均临近指数 （ ＣＯＮＴＩＧ ＿ＭＮ）、蔓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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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ＡＧ）和香农多样性指数（ＳＨＤＩ）。 同时将江苏沿海地区 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数据转换后的栅格单元（研究

范围内最小的空间单位，尺度意义上的粒度）依次设定为 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０、１００ ｍ，对所选景观格局指

数进行粒度效应分析，从而确定江苏沿海地区生态风险特征的最佳研究粒度，以便更科学准确地分析该区生

态风险时空格局。

图 ３　 江苏沿海地区生态风险单元划分

Ｆｉｇ．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ｐｌｏｔｓ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２．２　 风险单元的划分

为使各样区的生态风险指数能代表一定区域土地

利用变化所带来的生态风险状况，本文对江苏沿海地区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期土地利用数据

进行等间距系统采样。 根据研究区范围和采样工作量，
本文采用 １０ ｋｍ×１０ ｋｍ 的格网对研究区进行空间采

样，共有 ４１６ 个风险单元（图 ３）。 将采样后的四个时相

的土地利用数据转换为最佳粒度的栅格数据，利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 软件及公式（１）—（３）计算出每个风险单

元的生态风险指数，并将其作为属性值赋给各样区中

心点。
２．２．３　 生态风险指数

基于景观格局的生态风险指数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简称为 ＥＲＩ）目前最为常用，将每种景观组分的

景观干扰度和脆弱度指数相乘并开方，并以此作为权重

将风险单元内所有景观组分的面积比重加权求和，即可

得到整个风险单元的生态风险指数［２８］，表达式为［１４］：

ＥＲＩ ＝ ∑
ｍ

ｉ ＝ １

Ａｉ

Ａ
ＬＬｉ （１）

式中，ｍ 为景观类型数；Ａｉ为第 ｉ 类景观的面积，Ａ 为景观总面积，ＬＬｉ为第 ｉ 类景观的景观损失度指数。
景观损失度指数，是某一景观类型的景观干扰度和景观脆弱度指数的综合［１４］，计算公式为：

ＬＬｉ ＝
　 Ｕｉ × Ｓｉ （２）

式中，Ｕｉ为第 ｉ 类景观类型的干扰度指数；Ｓｉ为第 ｉ 类景观类型的脆弱度指数。 其中，景观干扰度指数 Ｕｉ是景

观破碎度、分离度和优势度的综合，表达式为［１４］：
Ｕｉ ＝ ａ Ｃ ｉ ＋ ｂ Ｆ ｉ ＋ ｃ ＤＯｉ （３）

式中，Ｃ ｉ为景观破碎度指数；Ｆ ｉ为景观分离度指数；ＤＯｉ为景观优势度指数；ａ、ｂ、ｃ 分别为破碎度、分离度和优势

度指数的权重，３ 种指数的计算公式详见参考文献［２９］。
结合已有研究，对破碎度、分离度和优势度分别赋以 ０．５、０．３、０．２ 的权值。 景观脆弱度指数 Ｓｉ表示不同生

态系统的易损程度。 该区 ６ 种景观类型所代表的生态系统中，未利用地的脆弱程度最大，其次是水域，而建设

用地的易损程度最小，分别为 ６ 种景观类型赋予脆弱度指数：未利用地＝ ６、水域 ＝ ５、耕地 ＝ ４、草地 ＝ ３、林地 ＝
２、建设用地＝ １［１４］，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自的脆弱度指数。
２．２．４　 空间分析方法

（１）半方差分析法。
本文将 ４１６ 个样区的生态风险指数赋给样区中心点，在半方差分析的基础上，选择普通克立格法对样本

点的生态风险指数进行空间插值，得到研究区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图。 计算公式为［３０］：

γ ｈ( ) ＝ １
２Ｎ（ｈ）∑

Ｎ（ｈ）

ｉ ＝ １
Ｚ ｘｉ( ) － Ｚ（ｘｉ ＋ ｈ）[ ]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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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γ（ｈ）为变异函数；ｈ 为步长；Ｎ（ｈ）为间隔距离为 ｈ 时的样点对数；Ｚ（ｘｉ）和 Ｚ（ｘｉ＋ｈ）分别为在空间位置

ｘｉ和 ｘｉ＋ｈ 上的生态风险指数值。
本文借助地统计软件 ＧＳ＋７．０ 来实现样本变异函数理论模型的拟合，在此基础上采用普通克立格法对江

苏沿海地区生态风险指数进行空间插值，并将其划分为四个等级：低生态风险（０．０３≤ＥＲＩ＜０．０８）、较低生态风

险（０．０８≤ＥＲＩ＜０．１３）、中等生态风险（０．１３≤ＥＲＩ＜０．１８）和较高生态风险（０．１８≤ＥＲＩ＜０．２３），进一步得出 ４ 个

时期的生态风险等级空间分布图。
（２）空间自相关分析法

空间自相关分析能够检验具有空间位置的要素属性值与相邻空间点上的属性值是否具有关联性，包括全

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３１］。 本文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来分析区域总体的空间关联和空间差异程度；用
空间关联局域指标 ＬＩＳＡ 来检测局部地区是否存在显著的生态风险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１７］。
２．２．５　 生态风险贡献率

本文以县域边界划分风险单元，将研究区划分为 ２０ 个风险单元（中心城区整合为 １ 个单元，且以 ２０１４ 年

行政界线为准）。 采用公式（１）—（３）分别计算出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５ 年不同区域（即各风险单元）的生

态风险指数值，进而计算各风险单元不同地类生态风险指数值与整个风险单元生态风险指数值之比，并将此

作为各区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生态风险的贡献率，从而分析不同区域生态风险的来源及其影响因素。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能够描述某一时段内各土地利用类型相互转化的方向和数量。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耕地

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转移面积为 ２２３．７７ ｋｍ２，转移率 ０．９％；草地主要转化为耕地和水域，转移面积分别为

１０８．８３、９７．８７ ｋｍ２，对应的转移率分别为 ８．１８％、７．３５％；其余地类之间的转化不明显。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其他地

类向建设用地转化的面积增大，其中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面积是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的 ５ 倍，转化面积达 １１１８．１９
ｋｍ２，转移率为 ４．５０％；草地和水域分别向建设用地转化 １０８．５４、１０３．４４ ｋｍ２；建设用地主要转化为水域，转出

面积为 ２２６．６３ ｋｍ２，转出率达 ５．８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耕地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和水域，转移面积分别为

６２１．１０、１３９．３０ ｋｍ２，转移率分别为 ２．６１％、０．５９％；草地主要转化为耕地和水域，转移面积分别为 ２４．６３、１７．３２
ｋｍ２，转移率分别为 ４．０８％、２．８７％；有 １１６．７０ ｋｍ２的水域转化为建设用地，转移率为 ３．３７％；建设用地主要转为

水域和耕地，转出面积分别为 １２７．６６、１２４．７３ ｋｍ２，转出率为 ２．６２％、２．５６％。
３．２　 生态风险分析

３．２．１　 最佳分析粒度

本文通过比较不同空间尺度下各景观指数的尺度转折点来确定最佳分析粒度。 结果显示，一些指数在不

同尺度上没有变化或无规律变化，一些指数虽呈规律性上升或下降，但尺度转折点不明显，如平均临近指数和

蔓延度。 本文用于确定最佳分析尺度的是有规律变化且有明显拐点的敏感指数（图 ４），包括斑块数量、斑块

密度、最大斑块指数、平均斑块面积、平均分维数、香农多样性指数。
景观指数对尺度变化响应的拐点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值，而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区间，在该区间指数变化比

较明显。 不同景观指数变化的拐点不完全相同，针对单个指数，可以根据拐点来划分尺度阈［３２］，如斑块数量

的尺度阈为（５０，８０），最大斑块指数的尺度阈为（４０，５０）、（５０，７０）。 在此，需要综合各指数的尺度拐点来划分

整个研究区景观的尺度阈。 综合分析图 ４ 可知，江苏沿海地区的分析尺度阈为：（４０，５０）、（５０，７０）、（７０，８０）。
选择最佳粒度时，应在第一尺度阈内选择中等偏大的粒度，这样既可以保证计算质量，又不使计算工作量过

大［３３］。 本文的第一尺度阈为（４０，５０），故确定江苏沿海地区的最佳分析粒度为 ５０ ｍ。
３．２．２　 景观格局指数的时序变化

结合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 和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软件，按照公式（２）、（３）进行计算，得到研究区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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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敏感指数尺度效应

Ｆｉｇ．４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斑块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ｔｃｈｅｓ；斑块密度 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最大斑块指数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平均斑块面积 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ａｒｅａ；平均分维数 ｍｅａｎ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香农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年各景观类型的景观格局指数（表 １）。 分析表 １ 可得，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耕地和建设用地的面积虽然有所变动，
但一直分布较广，是研究区的主要景观类型；水域次之，面积不断增加；未利用地面积最小，但呈整体增加趋

势。 耕地和水域斑块数目显著增加，分别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１３１ 个和 １８１４ 个增加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８３５ 个和 ３０３４ 个，
但耕地面积并没有增加，而是有所减少，致使耕地的破碎度指数和分离度指数不断增大；同时水域面积随斑块

数目的增加而增加，其破碎度指数和分离度指数也呈增加趋势，由此可知二者破碎化程度均加深，分离度增

大，由起初的大面积块状集中分布变为小斑块随机散落分布，但水域的优势度指数增加。 与耕地和水域不同，
城乡建设用地自 １９９０ 年起，面积不断增加，而斑块数目先增后减，使其破碎度指数和分离度指数不断减小，优
势度指数增大。 然而，草地面积随斑块数量的减少而急剧减少，分离度增大，优势度降低。 同时，林地的破碎

度和分离度指数也呈增加趋势。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未利用地面积急剧增加，由 ２．０２ ｋｍ２增加至 １２６．７３ ｋｍ２，与此

同时，斑块数目也明显增加，导致未利用地的破碎度指数和分离度指数变化明显，分别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０．０１４９ 和

７．８０５２ 减少至 ０．００３６ 和 ０．５５０５，优势度指数增加了近 １０．１６ 倍。
从各类景观受干扰程度来看，建设用地和林地受干扰程度较大，其次是耕地和水域，草地受干扰最少。 从

景观损失度指数来看，研究期间，未利用地始终最大，且呈整体减小的趋势，这主要因为未利用地面积明显增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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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斑块数目有所增加，破碎度和分离度指数减小（以 ２０１０ 年最为明显），导致其损失度指数降低，另外，未利

用地的景观脆弱度指数最高，也是其损失度指数最大的原因之一。 耕地和水域的损失度指数次之，其中，耕地

的损失度指数呈下降态势，而水域的损失程度呈上升态势，这主要是因为二者受外界的干扰程度不同。 整体

来看，建设用地的景观损失度指数最小，且呈逐年下降态势，这主要是由于建设用地最为稳定，景观脆弱度指

数最小，且受干扰程度减小。

表 １　 不同景观类型的景观格局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景观类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时间
Ｔｉｍｅ
／ ａ

面积
Ａｒｅａ
／ ｈｍ２

斑块数目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ｔｃｈ ／ 个

破碎度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分离度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优势度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干扰度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脆弱度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损失度
Ｌｏｓｓ
ｉｎｄｅｘ

耕地 １９９０ ２４９９６５０ １１３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２ ０．６１７７ ０．１２７４ ０．１９０５ ０．１５５８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２０００ ２４８６３６０ １１７６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６ ０．６１７２ ０．１２７５ ０．１９０５ ０．１５５８

２０１０ ２３７４１２６ １３６７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１４２ ０．６０１７ ０．１２４９ ０．１９０５ ０．１５４２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４７７９ １８３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１６８ ０．５９９３ ０．１２５３ ０．１９０５ ０．１５４５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１９９０ ３５２８２ ３０３ ０．００８６ ０．４４９１ ０．０６５５ ０．１５２１ ０．０９５２ ０．１２０３

２０００ ３５１５２ ３０３ ０．００８６ ０．４５０８ ０．０６５２ ０．１５２６ ０．０９５２ ０．１２０５

２０１０ ３２４０４ ２８６ ０．００８８ ０．４７５１ ０．０６８７ ０．１６０７ ０．０９５２ ０．１２３７

２０１５ ３３４３５ ３０１ ０．００９０ ０．４７２３ ０．０７０２ ０．１６０２ ０．０９５２ ０．１２３５

草地 １９９０ １３３０５８ ３２９ ０．００２５ ０．１２４１ ０．１０８３ ０．０６０１ ０．１４２９ ０．０９２７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２０００ １０５１０５ ３２９ ０．００３１ ０．１５７１ ０．１０３８ ０．０６９５ ０．１４２９ ０．０９９６

２０１０ ６０４１９ ２５７ ０．００４３ ０．２４１５ ０．０８５１ ０．０９１６ ０．１４２９ ０．１１４４

２０１５ ５７２４０ ２３９ ０．００４２ ０．２４５９ ０．０８１９ ０．０９２２ ０．１４２９ ０．１１４８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１９９０ ２８８７８１ １８１４ ０．００６３ ０．１３４３ ０．２８６２ ０．１００７ ０．２３８１ ０．１５４８

２０００ ３０１６８３ ２０４９ ０．００６８ ０．１３６６ ０．２９２６ ０．１０２９ ０．２３８１ ０．１５６５

２０１０ ３４６６７２ ２７９２ ０．００８１ ０．１３８７ ０．３１６２ ０．１０８９ ０．２３８１ ０．１６１０

２０１５ ３５９９８２ ３０３４ ０．００８４ ０．１３９３ ０．３２６３ ０．１１１３ ０．２３８１ ０．１６２８

建设用地 １９９０ ３５７４８３ １１８７５ ０．０３３２ ０．２７７５ ０．４７２０ ０．１９４３ ０．０４７６ ０．０９６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 ３８５９４６ １２４６５ ０．０３２３ ０．２６３３ ０．４７６９ ０．１９０５ ０．０４７６ ０．０９５２

ｌａｎｄ ２０１０ ４８８１５３ １１８０９ ０．０２４２ ０．２０２６ ０．４８０３ ０．１６９０ ０．０４７６ ０．０８９７

２０１５ ５３９０５９ １１４７７ ０．０２１３ ０．１８０９ ０．４８０４ ０．１６１０ ０．０４７６ ０．０８７５

未利用地 １９９０ ２０２ ３ ０．０１４９ ７．８０５２ ０．００１９ ２．３４９４ ０．２８５７ ０．８１９３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２０００ ２０２ ３ ０．０１４９ ７．８０５２ ０．００１９ ２．３４９４ ０．２８５７ ０．８１９３

２０１０ １２６７３ ４４ ０．００３５ ０．４７６５ ０．０２１２ ０．１４８９ ０．２８５７ ０．２０６３

２０１５ ９９２１ ３６ ０．００３６ ０．５５０５ ０．０１７１ ０．１７０４ ０．２８５７ ０．２２０６

３．２．３　 生态风险指数的时序变化

计算研究区 ４１６ 个样区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风险指数平均值（表 ２）可得，研究期间，耕地、草地和林地

的生态风险指数呈下降态势，表明其生态安全状况趋于好转。 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生态风险指数呈

上升态势，表明这 ３ 种景观类型的生态安全状况趋于恶化。 这主要是因为水域的破碎化程度加深，斑块分离

程度加大，致使其生态风险指数上升；而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损失度指数虽减小，但由于其占整个风险单元

的比例不断增大，导致生态风险指数上升。
统计 ４ 个时期各风险单元的生态风险指数值可得，江苏沿海地区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的生态风险指数平均值

分别为 ０．１５６３、０．１５５９、０．１５４１ 和 ０．１５２９，表明该地区的生态风险指数呈下降态势。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研究区生态

风险指数减少 ０．０００４，变化并不显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风险指数分别减少了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２。 这表明随着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研究区生态安全总体呈现好转的趋势，该趋势与耕地和草地的变

化一致，说明耕地和草地对于江苏沿海地区生态安全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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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生态风险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份
Ｙｅａｒ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水域
Ｗａｔｅｒ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１９９０ ０．１１１３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２６８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０００１

２０００ ０．１１１４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００１

２０１０ ０．１０５７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００４

２０１５ ０．１０３４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０３

３．２．４　 生态风险指数的空间分异

（１）变异函数模型及其参数确定

针对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５ 年 ４１６ 个生态风险指数采样数据，进行变异函数理论模型的最优拟合。 ＧＳ
＋７．０ 显示，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用球形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为理想，而 ２０１０ 年用指数模型更为适宜，所得

生态风险指数半变异函数及参数分别如图 ５ 和表 ３ 所示。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基台值呈逐年增加态势，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０．０２９８ 增加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２１５４，表明土地利用生

态风险强度的空间分布不均匀性增强，差异逐渐扩大。 变程值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１７３００ ｍ 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４９４００ ｍ，至 ２０１５ 年减少为 １０３４００ ｍ，表明生态风险指数的相关性范围呈先增加后减小态势。 生态风险指数

的块基比呈先减后增态势，且范围均在 ２５％—７５％之间，表明生态风险值的空间相关性呈先减后增趋势，且相

关性一直处于中等程度。

图 ５　 江苏沿海地区生态风险指数变异函数曲线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ｅｃｏ－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表 ３　 变异函数模型的相关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

年份
Ｙｅａｒ

模型
Ｍｏｄｅｌ

块金值
Ｎｕｇｇｅｔ

基台值
Ｓｉｌｌ

块基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ｎｕｇｇｅｔ

ｔｏ ｓｉｌｌ

变程
Ｒａｎｇｅ ／ ｍ

决定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残差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ｅｒｒｏｒ

１９９０ 球形模型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２９８ ３１．８８％ １１７３００ ０．９６４０ ０．００００２

２０００ 球形模型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３１０ ３０．３２％ １２１３００ ０．９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２

２０１０ 指数模型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３３５ ２７．７６％ １４９４００ ０．９４４０ ０．００００３

２０１５ 球形模型 ０．０６３２ ０．２１５４ ２９．３４％ １０３４００ ０．８４４０ ０．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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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生态风险指数的空间分布

将生态风险指数的插值结果划分等级可得生态风险等级空间分布图（图 ６），并统计出各区面积（表 ４），
做出面积转移矩阵表（表 ５）和风险等级变化图（图 ７）。

从图 ６ 可以看出，１９９０ 年，较高生态风险区较少，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水域和西南部耕地部分；较低风

险区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水域和草地部分；研究区大部分区域属于中风险区；而低风险区未曾出

现。 至 ２０００ 年，较高风险区面积扩大，在原有位置上向南延伸；较低风险区在东部草地和水域部分有所增加。
２０１０ 年，东部水域地区的较低风险区变为中风险区，这要是由于该地区建设用地转化为水域和草地，生态系

统稳定性减弱，导致生态风险加大；较高风险区较 ２０００ 年面积有所减少，但在空间上向北延伸。 至 ２０１５ 年，
在研究区东北部地区出现低风险区；较低风险区呈大面积增加趋势，在南部地区出现较低风险区。 研究期间，
江苏沿海地区各县区中，生态风险强度较低的区域分布在赣榆区、连云港市区、灌云县和响水县，生态风险较

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盐城市区、大丰市和东台市。

图 ６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５ 年生态风险等级分布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１９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５

分析表 ４ 可得，中风险区所占面积比例在 ４ 个年份均为最大，分别为 ９１．９６％、９１．２４％、９０．９２％和 ６９．１９％，
面积呈减少态势；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中风险区的面积变化量最大，减少了 ７４９５．３９ ｋｍ２；较低风险区的面积变化量

次之，增加了 ６９８３．６８ ｋｍ２；低风险区所占面积比例较小，仅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出现；较高风险区面积呈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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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减态势，整体减少了 ３９５．２９ ｋｍ２。 总体来看，江苏沿海地区生态风险等级高的区域面积减少，生态风险等级

低的区域面积增加，表明研究期间生态安全状况趋于好转。

表 ４　 江苏沿海地区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风险等级面积及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ｇｒａｄ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风险等级
Ｒｉｓｋ ｇｒａｄｅ

１９９０ａ ２０００ａ ２０１０ａ ２０１５ａ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Ａｒｅａ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低风险
Ｌｏ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０７．００ ２．７６ ９０７．００

较低风险
Ｌｏｗ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１７５８．１２ ５．３４ １７７７．３１ ５．４０ ２０２６．５７ ６．１５ ８７４１．８０ ２６．５５ ６９８３．６８

中风险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３０２７５．７３ ９１．９６ ３００３９．９６ ９１．２４ ２９９３４．１７ ９０．９２ ２２７８０．３４ ６９．１９ －７４９５．３９

较高风险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８９０．３８ ２．７０ １１０６．９６ ３．３６ ９６３．４９ ２．９３ ４９５．０９ １．５０ －３９５．２９

由表 ５ 可得，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间，风险等级降低区域的总面积为 ９３３６．４２ ｋｍ２，而较低风险到中风险、中
风险到较高风险的面积共有 １８４．４３ ｋｍ２，远少于风险等级降低的总面积，研究区总体生态安全状况趋于好转。
在各级生态风险迁移转化过程中，转移最多的是中风险向较低风险转移，转化面积为 ７９４６．５９ ｋｍ２；其次为较

低风险向低风险转移，转移面积为 ８６６．０２ ｋｍ２；较低风险向中风险转移的面积为 ９６．８８ ｋｍ２；有 ８７．５５ ｋｍ２ 的中

风险区向较高风险区转移，而较高风险向中风险转移的面积为 ４８２．８４ ｋｍ２。 总体来看，向低风险和较低风险

区转移的面积较多。

表 ５　 江苏沿海地区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风险等级面积转移矩阵 ／ 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ｇｒａｄ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１９９０ａ

２０１５ａ
低风险

Ｌｏ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较低风险
Ｌｏｗ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中风险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较高风险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较低风险 Ｌｏｗ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８６６．０２ ７９５．２２ ９６．８８ ０

中风险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４０．９７ ７９４６．５９ ２２２００．６２ ８７．５５

较高风险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０ ０ ４８２．８４ ４０７．５４

从生态风险等级的空间变化情况来看（图 ７），生态风险等级升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较低风险区与中风险

区，而等级降低区在较高风险区、中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均有分布。 同时，生态风险等级升高区域也主要集中

在东部草地和水域地区以及西南部耕地地区，这主要是因为东部海岸线地区海边港口、旅游地等的开发，水域

破碎化程度加深，景观干扰度指数增大，导致生态风险程度加强，并且人类活动对耕地的干扰程度加深也是造

成生态风险等级升高的原因。
３．２．５　 生态风险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

（１）全局空间自相关

利用 ＧｅｏＤａ ９．５ 计算出江苏沿海地区 ４１６ 个样区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生态风险指数的全

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用于验证整个区域生态风险指数的空间模式及其显著性。 １９９０ 年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为 ０．４１７２，
２０００ 年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为 ０．４２９７，２０１０ 年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为 ０．４３９８，２０１５ 年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为 ０．５４１７。 ４ 个时期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数值均为正值，且呈增加态势，表明江苏沿海地区生态风险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明显的正相关

性，即相邻样地间存在相互影响，呈现出空间上的高度相似性，在时间序列上，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等级相似样

地的空间集聚呈现增强的趋势，表明江苏沿海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强度的整体空间分异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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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风险等级变化图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ｇｒａｄ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００—２０１５

（２）局部空间自相关

由于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不能探测相邻区域之间生态风

险强度的空间关联模式，为进一步确定是否存在风险值

的高值或低值的局部空间聚集，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

析。 采用 Ｒｏｏｋ 的邻接权重矩阵计算出江苏沿海地区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风险局部自相关结果（图 ８）。 由图

８ 可得，４ 个时期的生态风险指数空间分布均以高—高

聚集和低—低聚集类型为主。 生态风险低—低聚集区

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表明此区域

的生态风险强度较低，且相邻地区的生态风险强度也较

低，这可能是与该区域建设用地较多，生态系统较稳定

有关；生态风险高—高聚集区主要由研究区西部外围边

界处向南聚集，主要集中在较高风险区，说明这些地区

的生态风险等级高，同时相邻地域的生态风险等级也较

高，其原因是此区域较多的耕地被占用，植被覆盖度较

低，人类干扰程度较大，对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较大。

图 ８　 生态风险指数的局部空间自相关

Ｆｉｇ．８　 ＬＩＳＡ ｏｆ ＥＲＩ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ｍａｐ

由上图可得，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低值聚集区面积有所减少，而高值聚集区面积有所增加；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东
部沿海地区的低值聚集区减少，但总体面积稍有增加，同时高值聚集区面积轻微减少；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低值聚

集区面积减小，高值聚集区稍有增加，二者空间分布均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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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生态风险来源及其影响因素

土地利用方式及强度是人类干扰活动的最直接表现形式［１４］，因此，本文以行政区为风险单元计算出 ４ 个

时期研究区不同区域的生态风险指数值，进而通过计算各区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生态风险的贡献率得到不

同区域生态风险的来源及其影响因素（图 ９）。
耕地对整个研究区生态风险的贡献率最高，其风险贡献率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８４．１８％减少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７７．６２％，

主要包括东台市、海安县、如东县、如皋市、通州区、海门市和启东市，在此期间，耕地面积虽有所减少，但人类

对耕地的干扰程度减弱，因此耕地的生态风险指数有所下降，从而使得区域生态风险强度降低。 其次是建设

用地生态风险贡献率，自 １９９０ 年起，城乡建设用地景观损失度指数虽有所下降，但因其面积不断增加，占整体

景观面积的比例不断上升，导致建设用地生态风险指数有所上升，全区建设用地风险贡献率已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８．
４４％增加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３．３２％，主要包括连云港市区、响水县以及南通市区。 全区水域生态风险贡献率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４．８６％增加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７．１２％，主要包括赣榆区、灌云县、射阳县和建湖县。 水域生态风险贡献率的增

加主要是因为围网养殖和水利设施的兴建等人类活动干扰增强，使水体斑块数量增多，景观破碎度与分离度

指数增大，从而阻碍了物种的迁移与扩散，降低了水生态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导致水域生态风险指数上升。 生

态风险来源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不同区域景观生态风险来源不尽相同。 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是整个研究

区生态风险的主要来源，水域和建设用地的生态风险贡献率越来越大，而耕地的风险贡献率在减小。

图 ９　 不同区域景观类型的生态风险贡献率

Ｆｉｇ．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ｔｏ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１：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４：水域 ｗａｔｅｒ；５：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４　 结论与讨论

（１）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江苏沿海地区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为主，面积占 ７１％以上，其次是建设用地。 该区土

地利用变化的总体趋势是耕地、草地和林地面积减少，其中耕地变化幅度最大，减少 １８４８．４０ ｋｍ２；建设用地、
水域和未利用地增加，其中建设用地增加幅度最大，为 １８１６．２７ ｋｍ２。 耕地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其主要补充

来源为草地；新增建设用地主要来源于耕地；水域主要是由草地和耕地转化而来，主要原因是部分草地和耕地

被改造为养殖池，用于发展养殖产业。
（２）通过比较敏感景观指数的尺度转折点确定江苏沿海地区景观格局的最佳分析粒度为 ５０ ｍ。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５ 年，耕地和水域斑块数目显著增加，但耕地面积减少，导致耕地的破碎度和分离度不断增大，水域面积虽

增加，但其破碎度指数和分离度指数也呈增加趋势。 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斑块数量均先增后减，破碎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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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度不断减少；草地和林地面积均减少，破碎度和分离度指数呈增加态势。
（３）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间研究区生态风险指数平均值分别为 ０．１５６３、０．１５５９、０．１５４１ 和 ０．１５２９，表明该区生态

风险强度呈下降态势。 研究期间，中风险区所占面积比例最大，但呈减少态势；较高风险区占比较小，且减少

了 ３９５．２９ ｋｍ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出现低风险区。 风险等级降低区域的总面积远大于风险等级升高区的总面

积，等级升高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草地和水域地区以及西南部耕地地区。 在各县区中，盐城市区和东台市的

生态风险指数较高，连云港市区和赣榆区的风险指数较低。 在各级生态风险迁移转化过程中，以中风险向较

低风险转移的面积居多。 从空间上看生态风险强度自内陆向沿海呈梯度状减小的趋势，风险等级呈带状分

布，风险值整体空间分异性增加，同时空间分布以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类型为主，其中高值聚集区主要由

研究区西部外围边界处向南聚集，主要集中在较高风险区，低值聚集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北部和东部沿海

地区。 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是整个研究区生态风险的主要来源，其中耕地对整个研究区生态风险的贡献率

最高，水域和建设用地的生态风险贡献率呈增加趋势。
（４）由于在景观层次上研究区域生态风险具有尺度适宜性，因此本文通过对景观格局指数进行粒度效应

分析，确定了江苏沿海地区生态风险特征的最佳研究粒度为 ５０ ｍ，在此基础上分析该区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异

特征。 另外，通过计算江苏沿海地区各用地类型对不同区域生态风险的贡献率，得到不同区域的主要风险源

和影响因素，将评价结果与土地利用变化相结合，为不同行政单元提供相应的生态风险管理对策。 本文只是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格局进行江苏沿海的生态风险评价，没有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其他因

素，研究结果不具有绝对性，因此后续研究应结合社会、经济等统计数据，构建计量模型来进一步分析不同区

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来源及其影响因素，为区域生态风险管理提供更加科学的量化理论依据。
随着江苏沿海开发战略的升级，临港城镇和产业快速、一体化发展，造成城镇工矿用地需求增加，同时养

殖业不断发展，导致原有生态系统被破坏。 例如，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新增未利用地主要呈斑块状零星分布于海

岸带地区，且处于耕地和草地向水域转化的区域周围，即射阳县，其原因主要是为发展沿海经济，沿海地区部

分不适宜耕作的耕地和草地功能退化严重的土地被开发成鱼塘或养殖池，但由于缺乏适宜的规划以及养殖池

自身的污染，使得部分养殖池废弃，进而导致未利用地增加［１７］。 因此，在统筹协调沿海地区土地利用与经济

发展时，需重视开发规划的整体性、科学性，以及产业布局的适宜性。 同时，射阳县东部沿海地区拥有盐城国

家级丹顶鹤生态保护区，生态系统较为脆弱，自然恢复能力较弱，因此要严格控制湿地的开发利用，加强保护

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发之前明确动植物的栖息空间及其保护状况，开发时要保留一定范围的缓冲区来保

护其生态环境，避开珍稀动植物生存的核心区域，并有效实施生态补偿制度，从而实现研究区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江苏省作为我国的粮食主产区，面对沿海地区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态势，应严格控制耕地的非农占用，
加大耕地后备资源的整治力度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力度，确保区域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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